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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885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

看晚清新式工商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朱荫贵

　　[摘　要] 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在这个时期中 ,官商关系是制约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之一。轮

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由“官”“商 ”结合兴办、并首创“官督商办 ”方式进行经营管理的企业。 “官督商办”方式包含了
官商结合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商人出资、官为扶助 ,商权较大的 “商事商办”;另一种是商人出资 ,但管理和经营权均被官

或官方色彩浓厚之人控制的 “商事官办”。这两种方式又可以转换:1885年前唐廷枢、徐润经管时期的招商局处于 “商事商

办 ”阶段 , 1885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任督办则是招商局转入 “商事官办”阶段的标志。而官对商的不信任是 “商事商办 ”转

为 “商事官办”的根本原因 ,这个问题同时也是导致中国早期工业化障碍重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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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关系 ,是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一般而言 ,近代中国大机器工商企业出现

后 ,决定其是否能够顺利发展的因素可分内外两方面:内部因素以企业自身诸种条件为中心 ,其中

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和效能占有核心地位;外部因素则以企业发展的外在社会环境条件为中心 ,其

中 ,官商关系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由 “官 ”“商 ”联合兴办 、以挽回利权和追求利润为目标的新型大

机器股份制民用企业 ,这种官商结合方式产生了被称为 “官督商办 ”的经营管理方式。轮船招商局

的兴办和这种官督商办的经管方式对此后陆续兴办的许多其它洋务企业有重要影响及表率作用 ,

这已被众多的研究成果所证明 。
①
但是 ,深层次看 ,这种官商结合形成的 “官督商办 ”方式实际上只

是一种模糊的制度框架 ,并没有明确的制度边界 ,因此它本身就包含了企业在兴办和经营管理中具

有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商人出资官为扶助 ,企业的经管权主要掌握在商人手中的 “商事商办”;二

是商人出资官为控制 ,企业经管权主要落在官员或官方色彩浓厚 ,以及秉承官方意志行事之人手中

进行经营的 “商事官办 ”。
②
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这两种可能性在官督商办的框架中有时可以转

换 。

轮船招商局 1872年成立后 , 1885年曾进行过重大的人事改组 ,改组的结果是招商局原商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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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多 ,典型著作如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版;[美 ]

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中文版;[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90年版。论文典型者如陈振汉:《“官督商办”制度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 》, 《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 》,经济科学出版

社 1999年版;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 》, 《历史学》 1979年第 1期等。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见刘广京:《从轮船招商局早期历史看官督商办的两个形态 》,张寄谦编 《素馨集·纪念邵循正

先生学术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夏东元:《洋务运动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9章等。这些研

究都指出 1885年前后招商局分属两个不同的形态 ,前期商办色彩浓 , 后期官办色彩浓 ,夏东元先生甚至认为唐廷枢、徐润主

政招商局的时期是 “完全商办”。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分析唐徐离局和盛宣怀入主招商局的深层原因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官

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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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唐廷枢和徐润出局 ,官员企业家盛宣怀入主招商局任大权独揽的 “督办 ”,这次改组 ,就是招商局

在官督商办框架中从 “商事商办 ”向 “商事官办 ”的一次转换 。对于这次改组和唐廷枢 、徐润离局的

原因 ,已往的研究成果大约限于资料 ,一般都停留在唐徐挪用局款 ,被盛宣怀抓住具禀南北洋大臣 ,

因而导致唐徐出局的这个层面上进行分析 ,但这种分析似嫌表面;而对于曾任职招商局会办 , 1881

年即被总理衙门奏请 “不准再行干预局务 ”
①
的盛宣怀 1885年再次入主招商局任官督办的原因 ,已

有的研究分析同样缺乏深度。

本文利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招商局档案和近年来出版的有关盛宣怀档案 ,对此问题再

次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 ,中国早期工业化演变过程中官商关系错综复杂 ,特别是根深蒂固存在的官

对商的不信任以及商人本身的弱点 ,导致中国社会中新式工商企业的发展面临种种困扰和多重制

约因素 ,而这些困扰和制约 ,是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曲折往复困难重重的根本原因。

一　1883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进行整顿折射出的官商矛盾

1883年 11月 1日 ,以盛宣怀 、徐润 、张鸿禄 、郑观应为首的轮船招商局各位主管人员联衔向李

鸿章呈报了一份禀文 ,禀文后附有一份八条的 “整顿招商局大略章程 ”。
②
在盛宣怀 、徐润等人所上

李鸿章的这份禀文中 ,提到 1883年 9月 27日李鸿章电令盛宣怀 “即望入局会集众商 ,揭开理论 ,分

别整顿 ”一事 。此后第二天即 29日 ,李鸿章又直接发给招商局批文 ,批文中指出电令盛宣怀入局进

行整顿的原因是:“昨因上海市面过紧 ,各铺纷纷倒帐 ,商局积欠庄款尚巨 ,电谕盛道宣怀入局筹商

维持整顿之策……”。从这两处记载来看 ,盛宣怀是在 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爆发
③
后 ,由李鸿章亲

自委派 ,承担对招商局局务进行 “妥筹整顿 、定立规条 、认真率循 、禀候核办”
④
的任务而来的。那么 ,

这时的招商局发生了什么事情 ,需要将上述 1881年已被驱逐出招商局 , “不准再行干预局务 ”的盛

宣怀再找回来对招商局进行整顿呢? 在进行分析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下表统计显示的这时的招商

局运营情况:

表 1:1873-1884年轮船招商局经营状况统计表

年　度
资本

(两)
轮船

只数

轮船吨数

(吨)
净收入

(两)
折旧

(两)
扣除折旧后

的利润(两)

1873— 74 6000 1 619 81608 - 81608

1874— 75 476000 4 2319 156144 - 156144

1875— 76 602000 6 4088 161384 - 161384

1876— 77 685000 9 7834 359162 - 359162

1877— 78 730200 11 11854 442418 - 442418

1878— 79 751000 29 30526 782126 428581 353545

1879— 80 800600 25 26916 673138 404387 26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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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光绪七年四月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弈䜣等奏 ”,中国史学会主编 《洋务运动》第 6册 ,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

版社 2000年版 , 第 68页载:“盛宣怀现在直隶当差 ,业经离局 ,应不准再行干预局务 , 并令李鸿章严加考察 , 据实具奏 ,毋稍

回护。”

“整顿招商局大略章程八条”全文见陈旭麓等主编 ,汪熙、陈绛编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2年版 , 第 126-127页。

关于 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 ,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如刘广京:《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 》,收于氏著 《经世思想与

新兴企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0年版。全汉昇:《从徐润房地产经营看光绪 9年的经济恐慌》, 收于氏著 《中国经济史论

丛 》第 2册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 1972年版 ,等等。

陈旭麓等主编 ,汪熙、陈绛编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第 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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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资本

(两)
轮船

只数

轮船吨数

(吨)
净收入

(两)
折旧

(两)
扣除折旧后

的利润(两)

1880— 81 830300 25 28255 744794 451995 292799

1881— 82 1000000 26 27827 604606 256849 347757

1882— 83 1000000 26 29474 464374 156279 308095

1883— 84 2000000 26 33378 912086 757084 155002

　　说明:此期间轮船招商局的会计年度大体为头年的 7月至第二年的 6月 ,故年度栏目的

数字均为跨年度的数字 。

资料来源:1.招商局资本 、轮船数 、吨位数引自《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 》的 《附

录 》。 2.净收入 、折旧和扣除折旧后的利润三栏目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

业 》,第 178页表。

从统计表看 ,唐廷枢 、徐润经营的 1873至 1883年盛宣怀承命对招商局进行整顿之时 ,轮船招

商局在这 10年的时期内业务和利润都有明显的增长。这从表中所列这期间招商局的各项统计数

字尤其是资本数 、轮船数和吨位数上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 。特别是 1877年 ,在唐廷枢 、徐润努力经

营 、积极进取的指导思想下 ,他们经过奋争 ,一举击败和收购了当时中国领水中规模最大的外资美

商旗昌轮船公司 ,规模和运力都出现了一个飞跃。使招商局的船队只吨数一年之间猛增一倍多 ,从

头一年的轮船 11只 11854吨增加到 29只 30526吨 ,并使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出的轮船中外吨位对比

数从 1872年前的空白 ,一跃增为 36.7比 63.3。
①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如 《申报》发表文章

称赞此举使得 “从此国家涉江浮海之火船 ,半皆招商局旗帜。”
②
舆论也认为这是 “千百年来创见之

事 ”。
③

另外 ,招商局除每年照付股东 10%的官利外 ,从 1878年开始 ,随着业务和水脚收入的增加 ,招

商局改变了从创办以来从未抽提折旧的不正常状态 ,开始按年提取折旧款 。 1883-1884年在有余

利的情况下甚至可提折旧 70多万两 。同时 ,所借官款也开始偿还 , 1882年在 “经济甚为宽裕 ”的情

况下 , “所欠官款本年春已还三十万两有零 ,计尚欠官款一百二十一万七千余两”。 1883年又 “计还

官款二十五万两 ”。
④
这时引人注目的还有商人向招商局投资的增长 。 1877年收购美国旗昌轮船

公司时 ,招商局资本总计只有 751000两 ,此后到 1880年时已达百万。还出现招商局股票争购者

多 , “增发股票 ,立刻被抢购一空 ”的景象 , 1882年招商局股票升水竟超过 100%。这使招商局有可

能决定把资本翻番 ,从 100万两增至 200万两 ,结果不到一年便 “业经收足 ”。
⑤

从这些现象分析 ,这时的招商局明显是在走向顺境 ,也正因为此 ,这种状况越发使得李鸿章特

意调派盛宣怀前来整顿招商局一事显得不同寻常。

为了进一步理清此事 ,我们可以先从盛宣怀进入招商局进行整顿后向李鸿章所上整顿章程八

条入手进行分析 。这份以徐润口气所上实际是盛宣怀主持 “公同会拟 ”的整顿八条章程 ,大体内容

可分三类:一是认为商局用本太大 , “将及六百万 ”,但 “集股只有二百万 ,其余均属客本 ”,因此在

“分划清楚”的基础上 ,准备实行的措施包括 “轮船宜暂停修造 ”, “搁本宜力求收束 ”(一 、五 、六

条)。二是 “董事宜酌量选举 ”, “利弊宜实力搜索 ”(四 、七条)等无实质性内容的务虚条目。关键在

于第三类直接涉及整顿内容的实质措施 ,这方面的措施主要体现在第三条 “总办宜各有责成 ”上。

《史林 》　 3/2008

①

②

③

④

⑤

严中平主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年出版 ,第 221页。

《申报》, 1877年 3月 2日。

《洋务运动》第 6册 ,第 14页。

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编 《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以下简称 《报告书 》), 1927年刊 ,下

册 ,第 32、33页 , “经济状况”。

《报告书 》,下册 ,第 3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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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指出商局现有的分工情况是:“总办系唐道及职道润 ,帮办系职道鸿禄 、观应。唐道向来往来津

沪;职道润向来驻局 ,银钱俱归调度;职道鸿禄专管运漕;职道官应专管揽载 ”。但令人奇怪的地方

正在于本来分工如此明确的商局 ,为何随后接着提出 “嗣后应如何各专责成之处 ,伏乞宪派定夺 ”。

更耐人寻味的是第八条更明确提出 , “查商局出入甚大 ,十年以来 ,皆归职道润一手经理。现请宪台

添派总办一人 ,综核收支 ,调度盈绌 ,以免无事则散漫难稽 ,有事则临渴掘井 ”。
①
显然 ,这样的话不

能不使人产生唐廷枢 、徐润经营招商局银钱出现问题的联想。实际上 ,整顿招商局章程上含含糊糊

的问题 ,在李鸿章回复该章程的批文上被明确点了出来:“轮船招商局之设 ,原冀收回洋商已攘之利

权 ,立中国经久不弊之商政 。该局自归并旗昌码头 、船只 ,于南北洋 、长江揽载生意 ,扩充不少。去

年复添局股百万 ,本有深固不摇之势 ,乃唐 、徐二道 ,因开平 、承德矿务 ,擅自挪移局本 、息款八十余

万 ,几致掣动全局 ,实有应得之咎 。即添造金利源码头及南洋轮船两事 ,用款一百二三十万之多 ,亦

属铺张太过 ,毫无成算 ,直是锐意罔利贪得 ,自贻伊戚 ,危险之至。”
②
另外 ,对于徐润单独向李鸿章所

上的对挪用局款一事的辩白 ,
③
李鸿章更给予了严厉批驳:“该道总理招商局银钱皆关公款股份 ,必

应格外慎重 ,毫不涉私 ,以期中外共信。乃于租界广置房产 ,藉商局声势拖欠庄款一百七八十万之

多 ,现虽变卖抵还 ,实于声名大碍 ,几致败坏全局 ,尚得辩与商务无涉耶 ? 似此罔利贪得不顾其后 ,

殊为可恨……”。在此批文中 ,李鸿章同时明确剥夺了徐润此前一人经理银钱调度的权利:“商局提

纲契领调度银钱大事 ,已暂令盛道郑道会同该道认真筹办 ,俟唐道回沪后再行妥酌。”
④

原来 ,在表 1中各项数字显示招商局逐步走入顺境的同时 , 1883年发生的金融风潮集中暴露了

商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商人总办帮办唐廷枢 、徐润 、张鸿禄都有程度不等的挪用招商局款以作私

用的事实 ,以致产生导致商局根基动摇 ,同时给负有直接领导招商局责任的李鸿章带来冲击的后

果 。显然 ,按诸一般情理 ,这种事实必然使得李鸿章心目中的商人形象大打折扣 ,这也才会出现李

鸿章委派盛宣怀对商局进行整顿 ,盛宣怀也得以按其自称的那样 , “以创始蒙谤之身 ,奉维持整顿之

命 ”进入招商局。而盛宣怀进入招商局后做的第一件事 ,当然也就是所谓 “先将帐目揭开 ,秉公理

论 。”
⑤

二　经管方针理念的不同以及官对商的不信任

其实 ,早在 1883年 9月 27日盛宣怀奉李鸿章命进入招商局进行整顿之前 ,十余年的时间里 ,

以唐廷枢 、徐润为首的商人团体 ,在以招商局经营管理为中心的各个领域和方面 ,与官方之间的隔

膜 、差异和矛盾已经越积越深 ,并由经管方面方针理念的不同逐渐加深了官对商的不信任 ,也预示

着官商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迟早会发生 ,而 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只不过提供了这种冲突爆发的导

火索而已。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这个问题。

在 1873年唐廷枢 、徐润进入招商局后 ,唐徐二人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方针十分鲜明 ,这就是力

从 1885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看晚清新式工商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①

②

③

④

⑤

“整顿招商局大略章程八条”全文见陈旭麓等主编 ,汪熙、陈绛编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 第 126

-127页。

“光绪九年十月初七日(1883年 11月 6日)李鸿章批”, 陈旭麓等主编 ,汪熙、陈绛编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

船招商局》第 130页。

光绪九年十月初三日(1883年 11月 2日),徐润在单独向李鸿章所上为自己挪用局款辩解的禀文中 ,有 “职道前因

上海租界房屋基地尽为洋商产业 , 颇思由华商择要买回 ,故纠合公司陆续收买多处。乃各股份见市面变迁屋地转贱 ,同时

裹足不前 ,悉归职道一人承受 ,遂至抵押洋行拖欠庄款共有一百七八十万之多。眼前银根闭塞骤难转移 , 不得已尽将职道

名下股份产业典当抵与各欠 ,变卖有余仍听收回 ,幸已妥帖。此系职道私事 , 原与局务无涉……”等语 , 引自南京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招商局档 “禀直隶爵阁督宪李”,档号 468/5721。

见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招商局档 “署北洋大臣李批 ”,档号 “468/5721。

陈旭麓等主编 ,汪熙、陈绛编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第 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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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纯用西法经理 ”
①

的指导思想和积极扩大规模 ,努力进取的经营方针。唐廷枢 、徐润是当时中国

最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 ,也是力图按商办原则经营招商局的人 。
②
在 1873年招商局第

一次改组唐廷枢 、徐润取代朱其昂 、朱其诏兄弟时主持重订的 “招商局局规”和 “章程”中 ,就显现出

他们力图提高商股地位 ,增强商董权力 ,按照 “西法 ”经营招商局的意图。因而不论局规还是章程 ,

都十分强调 “应照买卖常规办理 ”。他们要求清政府 “清(请)免添派委员” , “清(请)免造册报销 ”,

“并拟除去文案书写听写等名目 ”。
③
为防止这种力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官控制的行动不可避免地

遭受攻击和非议 ,他们在章程中预先作了一番表白 ,强调 “商人践土食毛 ,为国赤子 ,本不敢于官商

二字稍存区别 ,惟事属商办 ,似宜俯照买卖常规 ,庶易遵守 ”。
④

1881年唐廷枢 、徐润在上李鸿章的

禀文中 ,再一次说明了他们的这种观点:“官商本是两途 ,名利各有区别 。轮船揽载为利非为名。生

意一端 ,未有利不敷而能持久也……诚以体制攸关 ,官似未便与民争利;经营之术 ,商亦未便由官勾

稽 。是夹杂官商 ,实难全美 ”。
⑤

显然 ,在唐廷枢 、徐润眼里 ,他们经营的招商局是商业企业 ,尽管 “夹杂官商 ,实难全美” ,但仍然

必须按商办原则经营 ,可以说 ,这是唐廷枢 、徐润经营观念中明确的特点 。

与此相应 ,在经营方针上 ,唐 、徐采取的是一种积极扩大规模努力进取的策略。他们入局时提

出的 “预算节略”中 ,反映出他们经过调查分析 ,认为有战胜在华外商轮船公司获取利润的把握。因

此他们力主扩展业务:“就大局论 ,亟宜多集二三百万之资 ,广购轮船往来各口……”。
⑥
仅在 1882

年就有美利 、海晏 、海琛 、江通 、富有等 5只轮船通过改建 , “改换原来面目 ”, “计用费二十万两有

余 ”。 “至新船则先定造致远 、普济 ,后又添置拱北 、图南两海船 ,江裕江轮一号”。 “致远 、拱北 、图

南均已于去冬今春先后来华 ,普济亦已由英开驶 ,江裕一船秋后方告成。此外又定造钢彀轮船二

号 ,约明年春间可到此 。两号轮每号能装重货三百万斤 ,食水十八尺 ,轻货可装四千吨 ”。除此之

外 ,在码头 、栈房的扩张方面同样下大力气 ,在添置改装轮船都是大手笔的 。 1882年 ,招商局 “上海

南北两栈均添地造栈 ,香港新置局房共用银十八万四千两;芜湖添置铁彀趸船用银二万七千两 ”。
⑦

1883年 ,在招商局走上顺境之时 ,唐廷枢又计划将航线发展至欧美 , “立志扩大招商局 ”。为此他于

1883年 3月 “亲自出洋考察 ,先自美洲后游欧洲” , “其计划在遍访欧美商情 ,择其确有把握者相与

商定 ,然后回华妥议”。
⑧

唐廷枢 、徐润等如此做 ,是他们认为 ,招商局能够 “由一船而十 ,由十船而至二十 、三十 ,不可谓

不振兴 ”,但是 , “洋行轮船既多 ,尚在陆续添置 ,本局虽经去今两年连造七船 ,亦无非以补通商各口

之不足 。”“现在各口生意既可自立 ,极应开拓外洋生意 ,又非四千吨大船不可 。”因此 , “筹思再三 ,

须装快捷大船两艘 ,专走外洋。又浅水中等轮船二 、三艘 ,往来天津 、朝鲜 、越南等处。”
⑨

显然 ,这期间轮船招商局是由唐廷枢 、徐润这些本质上是 “商人 ”的人控制着直接的业务经营 ,

也可以说 ,这期间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处于 “商事商办 ”的状况之下。但是 , “原系生意中人”
⑩

的

唐廷枢和徐润的这些争商权 、“生意固经奏定商办 ,而非亦商办不可 ”
 11

的经营原则 ,开拓规模 “扩大

《史林 》　 3/200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1

《远东月报》 1878年 6月 , 转引自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订本 ,第 117页。

陈绛:《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 《近代史研究 》1990年第 2期。

交通铁路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 《交通史航政编》第 1册 , 1931年版 , 第 185页。

《交通史航政编 》第 1册 ,第 145页。

“徐润、唐廷枢 、张鸿禄上李鸿章札”,光绪七年。转引自黎志刚:《轮船招商局国有问题 》,载台湾 《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第 17期上册 , 1988年。

《交通史航政编 》第 1册 ,第 147页。

《报告书 》,下册 ,第 31页 “轮船之添置及改装”。

《报告书 》,下册 ,第 32页 “唐氏出洋考察”。

⑩ “光绪八年轮船招商局第九年办理情形节略”, 载 《字林沪报 》, 1882年 10月 14日。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204、211页。

《申报》, 1882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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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 ”, “纯用西法经理”的做法 ,必然在清廷朝野中招致抨击 ,也必然为当时清朝政府中的顽固

派所难容 ,特别是因招商局借有官款 ,又得到漕粮运输和官款缓息等朝廷给与的特权 ,更给批评的

人提供了口实。

不夸张的说 ,从唐廷枢 、徐润进入招商局开始到其离局为止 ,围绕招商局和唐徐经办方针的争

议就没有停止过 。这些争议大体可为两类:一是要求将招商局所借官款改为官股 ,以至要求将招商

局收归国有 。这方面典型者如 1878年叶廷眷向李鸿章上禀建议将招商局所借官款改为官股 , 1881

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再次上奏重提此事并要求将招商局收归国有。二是不断有人要求对招商局进行

“彻查” 、“严查”、“整顿 ”等。这方面以 1880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奏请求查办招商局 , 1881年刘

坤一奉旨派江海关道刘瑞芬 、办理江南制造局直隶候补道李兴锐严查招商局为典型。王先谦的奏

折中认为借给招商局的官款 ,被 “悉充唐廷枢等私橐 ”, “是徒以库帑供伊等营利肥私之用 ”。指出

唐廷枢等 “蠹帑病公 ,多历年所 ,现在乃复暗中勾串 ,任意妄为 ,若任其逍遥事外 ,是无国法也 。”因而

请求朝廷派员 “据实查办”。
①
截至 1881年 3月 ,轮船招商局仅仅开办八年 ,就已经历过两次分别由

刘坤一和李鸿章主持的 “奉旨查办招商局事”。
②

在此情况下 ,唐廷枢 、徐润等商人经办轮船招商局

处境艰难的情状 ,就连李鸿章也有所感受:“从前议者多以商局将亏本 ,严加弹劾 。该商等惧担重

咎 ,故以提还公款为汲汲 ,未尝非急功奉上之意 。乃王先谦复以为疑 ,殊令该商等无所适从 。”
③

显然 ,官商之间矛盾的逐渐累积 ,实际也预示着爆发冲突可能性的逐渐累积 。 1883年上海金融

风潮中 ,唐廷枢 、徐润 、张鸿禄均有挪用招商局款并因此牵动招商局大局之事的暴露 ,显然给此前勉

强维持的脆弱官商关系增添了变数。

根据近年出版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集中刊载的盛宣怀上李鸿章的禀文 ,可以看出 ,这位曾担任过

招商局会办职务 ,此时又以曾是局内人的官员身份受命对招商局进行维持整顿的盛宣怀 ,其向李鸿

章所上禀文中的意见 ,对于李鸿章最终决定将唐廷枢 、徐润驱逐出招商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成为压垮已经越来越脆弱的官商关系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份禀文是 1883年 11月 ,即盛宣怀受命对招商局进行整顿后不到一个月时呈给李鸿章的。

文中盛宣怀首先强调自己与招商局的关系非同寻常 ,他说 , “招商局职道数年辛苦在此 ,一生蒙谤在

此 ,全家养命之资亦在此。”接着他对唐廷枢 、徐润主持招商局时的状况进行了一番攻击:“不料总办

之朦混糊涂至于此极也。商本二百万 ,乃如开平拖欠八十余万 ,各户往来拖欠七十余万 ,各局往来

拖欠十余万 ,各局水脚拖欠三十余万 ,则局本已无着矣。其轮船 、码头 、栈房实估值本不及四百万 ,

仅足抵老公款九十六万 、新公款五十五万 、保险存款一百万 、客存客汇一百二三十万 ,人安得不望而

寒心。”他进而将招商局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咎为:“其病在以长存款四十余万不收帐 ,皆属自相

挪移;又病在多造轮船 、多得用钱 ,而船不能走长江 、天津 ,名为放驶外洋各埠 ,实只放驶广东一埠 ,

无船不亏本;又病在添造金利源三层楼沿河栈房 ,花费四五十万 ,而无货堆 ,新闻纸招堆客货亦无

济;又病在大小司事皆以贵价买开平股份 ,无不亏本数万两 ,至少亦数千两 ,其势不能不作弊 。”对于

其列举的这些现象 ,盛宣怀借招商局中人之口攻击唐廷枢 、徐润说:“事后同局皆言:雨之(徐润)早

已不管局事 ,终日营私;景星(唐廷枢)亦只管造轮船 、挪局款 ,其开平用项不下二百万 ,自己亦并不

看帐 ,一片糊涂 ,专说大话 。”

在禀文中 ,盛宣怀除强调招商局在中国地位的重要和自己有能力对之进行整顿后 ,又明白的向

李鸿章提出条件 ,指出只有将唐廷枢 、徐润驱逐出招商局 ,自己才会留在招商局进行整顿:“职道详

察招商局实是中国第一大生意 ,惜此辈皆开拓之才 ,而无守成之德 。职道认理较清 ,居心较实 ,充其

力量 ,原不难整理恢复 ,但景星不久回华 ,未知能否悔悟。筱村云 ,恐其外洋回来 ,益增魔障 ,则万无

医药。现在轮船股份 ,三江已居十成六七 ,皆系贵价买来 ,痛心疾首 ,徒唤奈何! 此次职道再入商

局 ,扶危持颠 ,千百人身家性命所关系 ,拟先去其弊之大者 ,全在用人上讲究 ,然非旧统领暂离营盘 ,

从 1885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看晚清新式工商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①②③ 《洋务运动 》第 6册 ,第 39、40;6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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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壁垒何能一新 !陶斋云 ,一事不能整顿 。职道日夜焦思 ,只好看景星如何 ,再定去留……”
①

明确提出要 “旧统领暂离营盘”, “看景星如何 ,再定去留 ”,固然是李鸿章最终决定以盛宣怀取

代唐廷枢 、徐润入主招商局的重要原因 ,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样不能忽视 ,这就是多种因素的累

积使李鸿章对商人的不信任感已经益发强烈 ,此时的爆发无非是顺理成章的结果而已 。这一点应

该是唐廷枢 、徐润离局的更深层次的根本性因素。

显然 ,唐廷枢 、徐润是当时中国民间经营新式工商企业的商办代表 ,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在许多

方面与清政府格格不入 ,尤其是他们力图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官控制的做法 ,更是为当道所难容 ,实

际也可以说 ,这种情况是官商目标不一致导致的结果 ,也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这一点可从 1885年

唐 、徐离局后李鸿章提到此前之事时所说:“轮船招商局为中国商务大端 ,历年经理各员均未得法 ,

遂致利少弊多”。又说 , “从前局事曾屡饬整顿 ,屡议章程 ,乃唐 、徐等阳奉阴违 ,往往自私自利 ,言之

实堪痛恨”
②
上得到证明 。唐 、徐之所以对官方的整顿和章程阳奉阴违 ,不言而喻正是因为双方的经

营方针和理念差异甚大 ,也正因如此 ,唐 、徐这样的商人也难以真正得到清政府官方信任 。唐 、徐出

局四年之后 ,李鸿章在提到唐廷枢 、徐润经办招商局之事时仍面戒盛宣怀:“中西情形不同 ,未便悉

仿西法 。从前唐 、徐屡言不要官问 ,究不可靠。”
③

就是对这种官商关系根本症结的一针见血之论。

三　从盛宣怀入主招商局看晚清官商关系演变的新特点

因为对唐廷枢 、徐润等 “原系生意中人 ”的不信任 ,加上 1883年唐 、徐等挪用局款被曝光成为导

火线 ,必然引发唐 、徐出局的结果。也因此 ,当中法冲突时 ,为避免遭受损失 1884年被转让给美商

旗昌洋行的招商局 1885年被收回时 ,盛宣怀被李鸿章札委为招商局 “督办”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

事 。

唐廷枢和徐润的出局与盛宣怀入局成为督办 ,在招商局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意义 ,它标志着

招商局商办色彩的下降和官办色彩的加重 ,也成为官督商办框架中的招商局此时从 “商事商办 ”转

为 “商事官办 ”的转折标志 。但是 ,为何这时是官而又经办洋务带有商人色彩的盛宣怀能够取代唐

廷枢 、徐润入局而非他人 ,盛宣怀入局除证明官方色彩增浓以外 ,官商关系还反映或出现什么变化

和特点 ,应该说 ,以往的研究还分析不够。

总起来看 ,笔者认为 ,唐廷枢 、徐润出局从根本因素看是官对商的不信任 ,这一点以上已经进行

了论证 。这种不信任注定了以唐廷枢 、徐润为代表的商人阶层在此时还不能成为晚清社会经济舞

台上的主角 。但西风冲击 、社会发展以及晚清政府维持统治的需要 ,却又使得兴办机船路矿为代表

的机器大工业注定将成为晚清社会中逐渐展开的事业。但是 ,对于中国社会中的传统官员来说 ,绝

大多数人都缺乏承担这种事业应有的能力和条件 ,无法胜任。因此 ,本质是官而又能经办洋务之人

必然成为晚清社会经济舞台上的主角 ,这是由晚清中国社会环境的过渡性决定的 ,是社会发展演变

的必然结果 。盛宣怀是官而能商的典型和代表 ,他在此时能成功入主招商局并在此后的晚清社会

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除社会大环境的因素外 ,本身具有的几个条件绝不能忽视:

其一 ,经商才能。盛宣怀具有经商才能这一点 ,无论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的人都是承认的。例

如 1881年盛宣怀遭到王先谦 、刘坤一等人攻击时 ,李鸿章所上奏折中为盛宣怀剖白时说:“盛宣怀

《史林 》　 3/2008

①

②

③

“光绪九年十月十九日(1883年 11月)盛宣怀上李鸿章禀 ”, 陈旭麓等主编 ,汪熙、陈绛编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

八·轮船招商局》, 第 133、134页。

“光绪十一年六月(1885年 7月)李鸿章批 ”,陈旭麓等主编 , 汪熙 、陈绛编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

局 》,第 226、228页。

“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1889年 19月 21日)盛宣怀致马建忠函 ”,陈旭麓等主编 ,汪熙、陈绛编 《盛宣怀档案资

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第 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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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臣处当差有年 ,廉勤干练 ,平日讲求吏治 ,熟谙洋务商情……。”
①

同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查办招商

局过程中对盛宣怀的评价虽是负面 ,但从其 “盛宣怀于揽载借款 ,无不躬亲 ,而又滥竽仕途 ,于招商

局或隐或跃 ,若有若无 ,工于专营 ,巧于趋避 ,所谓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员有同市侩 ,置于监司之列

实属有玷班联……”
②

的话来看 ,刘坤一批判的是盛宣怀的品质道德 ,对于盛宣怀在官商两途中的能

力 ,刘坤一同样并不怀疑。再从上文所述 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中招商局遭遇困难时 ,盛宣怀受李

鸿章令进入招商局帮助维持整顿时以徐润之名而实际是盛宣怀提出的整顿八条来看 ,李鸿章在批

文中指出:“所谓 经̀久规模 ,不外收束局面 ' , `创始必求恢廓 ,守成要在谨严 '等语 ,自是确论。”又

说 , “查核筹议整顿章程八条 ,大致均妥”,
③
给与了相当的肯定 ,这种肯定 ,同样是对盛宣怀 “熟谙洋

务商情 ”也就是经商方面能力的肯定 。

盛宣怀在查处整顿招商局的过程中自己总结出一条原则 ,就是 “非商办不能谋其利 ,非官督不

能防其弊”,当他 1885年 8月 1日(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入主招商局时 ,他在自己制定的用人

理财章程双十条
④
中 ,特别强调 “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 ,用人理财悉听调度 ”;“会办三 、四人 ,应由

督办查度商情 ,秉公保荐”。此前唐廷枢 、徐润时期的 “商总 ”一职被取消 ,商总的权力被官督办所

取代。看来 ,官权力的增加和对招商局的控制 ,是盛宣怀入主招商局后的重大变化 ,也是盛宣怀得

以入主招商局的重要前提条件 。

其二 ,盛宣怀对李鸿章的忠诚。盛宣怀是在李鸿章处开始入幕走上仕途的 ,并很快得到李鸿章

的信任成为李鸿章的心腹 。盛宣怀在入主招商局之际 ,对李鸿章表示的忠心就证明了这一点 ,他

说:“职道受中堂深恩 ,尽有万种为难 ,只得一身担荷 。俟提清洋债 ,而后可告无罪 。办重大难事 ,非

寻常局差可比。如事权不移 ,无论在津在沪 ,总可督办 ,三年瓜代 ,尚无成效 ,愿甘参处。 ……职道

年四十二矣 ,若再不斩钉截铁 ,如世俗模棱两可 ,负我即负中堂 ,誓不可矣 。名利皆虚 ,而利尤甚。

职道但求炼饷还清 ,为世留一清白身子 ,办二十年事 ,以报知己之恩 ,尚有奢望 ,再想升官发财 ,惟天

殛之。”
⑤

当盛宣怀入主商局三个月 ,局事已有所稳定后 ,他在给李鸿章的汇报信中又说:“职道既蒙宪台

委任之专 ,不敢不始终到底 ,收效而后已。此局颠危 ,甫经风定 ,各股各局各船旧人居其七 ,新进居

其三 ,君子小人两途 ,惟视一人号令为转移 ,如破船在大溜 ,持舵者稍一把持不定 ,无不就势而下。

论职道处境 ,不愿一日居此局 ,而论商务关键 ,实不能一日去此局也 。”他接着向李鸿章汇报自己入

局后整顿的功劳:“查六月二十一日接手以后 ,七 、八月收水脚四十万 ,除一切开销外 ,约可余银二十

万两。九月收水脚二十一万 ,大约亦可余银十万两 。此三月并无漕运 ,全仗揽载。职道初虑联络商

情不及粤人 ,讵料商情爱戴 ,皆谓:此为盛某助中堂收回 ,彼其为难 ,我等皆当帮助 。局外欢欣 ,则局

中闻风踊跃 ,如身使臂 ,臂使指 ,毫无隔阂 ,乃得徵足其效 。”他进而向李鸿章献媚道:“职道所筹局势

转机 ,请勿明告他人 ,盖欲合中外诸人力以成我之力 ,中堂一人扶持之全力也。使天下皆知招商 、电

报两局 ,有利无弊。竭我生之精力 ,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 、银行 、邮政 、织布数事 ,百年之后 ,或可

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 ,吾愿足矣 。中堂得毋笑我言大而夸乎 ? 职道每念及督抚姓名得传后

世者有几人哉? 遑念其下 ,是故做官不如做事多矣……。”
⑥

从 1885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看晚清新式工商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①

③

④

⑤

⑥

② 《洋务运动 》第 6册 ,第 58、47页。

“光绪九年十月初七日(1883年 11月 6日)李鸿章批”, 陈旭麓等主编 ,汪熙、陈绛编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

船招商局》,第 130页。

《交通史航政编 》第 1册 ,第 156、157页。转引自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第 1辑下册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83年版 ,第 888、889页

“盛宣怀上李鸿章禀 ”,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993年版 ,

第 42页。

“盛宣怀上李鸿章禀 ”,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993年版 ,

第 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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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盛宣怀的努力和对己的忠心 ,李鸿章也不失时机的给与鼓励:“招商 、电报两局 ,均系执事

倡始 ,今电局有利无弊 ,举国皆知 ,而商局绵绵一线 ,不绝如缕。足下往年且曾因此得谤 ,现当整旧

重新 、抽帮换底之际 ,所冀振刷精神 ,破除情面 ,以廉静寡欲为体 ,以综核名实为用 ,做成铁板模样 ,

使来者确不可移 ,庶商务蒸蒸日上。执事既雪前耻 ,而鄙人维持斡旋之苦心亦可无负 。”
①

显然 ,盛宣怀和李鸿章已经结成为利益共同体 ,盛宣怀依靠李鸿章获取通向权力之路 ,李鸿章

提携盛宣怀也有为自己打算的私心 ,但二人结合的共同点 ,却是建立在共同的为官的基础和立场之

上的。

其三 ,广结人脉 ,善寻奥援 。以盛宣怀的精明和在官场上的经验 ,他不会满足于只有李鸿章作

为他的后台 。从现有盛宣怀的档案资料中 ,可以看到大量他与朝野各方面势力联络交往的资料。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 “广结人脉 ,善寻奥援”。特别是对朝廷中势力强大的人物 ,他更是施展各种手段

进行结交和亲近 ,这些手段和活动的结果 ,为其在晚清社会中活跃于官商两界奠定了广泛的人脉基

础 。这里仅举其入主招商局任督办后不久上醇亲王的禀文为例 。在禀文中 ,盛宣怀先是汇报点出

自己入主招商局后所做的三大工作:一是清厘唐廷枢等经手旧款;二是划清 “旗昌”买还界限;三是

整饬接办以后章程。接着他向醇亲王表功说:“三月以来 ,竭力经画 。局中码头 、栈房 、轮船已向 旗̀

昌 '全数收回 ,唐廷枢等旧帐严切提追 ,以庚年余利弥补 ,勉可结束 。”“职道奉檄督办后 ,与各口岸

商人约法笼络 ,已收轮船水脚六十余万 ,除各客栈开销外 ,颇见盈余 。商情顿为踊跃 ,而本局办事之

人一经激劝 ,莫不鼓舞。此后上蒙国家留意扶持 ,下与商人谨慎筹办 ,三年为期 ,必当扩积余利 ,还

清洋债 ,务使天下皆知轮船电报两局有利无弊 ,而后开矿 、铁路 、银行 、邮政皆可次第兴办 。”说到这

里 ,他话锋一转 ,在诉苦之中并寓表白之情:“盖今日之天下 ,做官人收名利而人尽趋之 ,办事人受谗

谤而人尽戒之……惟道员以吴人在淮军二十年 ,悉当苦差 ,亏累颇重 ,频年所办赈务 、商务 、破家捐

助 ,不染丝毫 。差能取信于中外商人者在此 ,而遭忌受累亦在此 。”最后 ,他在禀文中附带一句:“兹

派直隶候补知县董恩庆赴京 ,面呈京纹一千两 ,伏乞饬存 ,以备年赏 。”
②

表功 、诉苦辅以贿赂 ,盛宣怀寻求奥援活动的手段 ,可以说是相当有水平 。

四　小结

晚清中国社会是一个变动剧烈的社会 ,这种变动剧烈的影响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

面 ,其中官商关系中出现的变化 ,就是传统中国社会中本质是商人的唐廷枢 、徐润等人 ,因时势际会

得有机会出任中国首家民用机器大工业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和会办 ,成为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

中 “商事商办 ”的典型 ,但又因其本质是商人并力图采用 “纯西法经营 ”企业而被官方最终认为 “不

可靠”而被迫出局;同样 ,本身是官却具有经商才能并曾被认为是 “形同市侩 ”的盛宣怀 ,却因其本

质是官而得到清廷的信任 ,因其得到官方信任而在 1885年重新入局担当 “官督 ”掌管招商局 ,取代

唐廷枢 、徐润成为官督商办企业中 “商事官办”的典型和代表 ,并在此后的岁月中活跃在官 、商两界。

这些现象 ,都体现出晚清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过渡性: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是不

可逆的潮流 。在此进程中 ,传统的观念 、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在过渡中不可避免的会重新受到审视 、

定位和发生改变 。但是 ,这种过渡的进程显然不会一帆风顺 ,而是充满种种曲折 、障碍 、变数和困

难 ,甚至经常出现反复 。但就在这种种曲折 、障碍 、变数的困难中 ,中国的社会虽然缓慢却仍然在不

断的变化和向前发展 。(下转第 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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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1885年 12月 14日)李鸿章致盛宣怀函 ”,陈旭麓等主编 ,汪熙、陈绛编 《盛宣怀档案资

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第 229页。

“盛宣怀上醇亲王禀 ”,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993年版 ,

第 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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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之后 ,这种力量可以取重一时 ,为人们所看重 ,但决不能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 。随着社会

的发展进步 ,新的社会力量的壮大 ,这种力量必然为新的力量所取代。北洋集团就是这样的一种力

量 。辛亥革命前后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但革命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 ,

还不足以主导历史发展的方向 ,而北洋集团则为人们所普遍看中:“共和之局 ,既成于北洋武人 ,虽

种因却是党人 ,然革命党在事实上不能立时居政治中心地位 ,而袁 、段 、冯 、王诸巨头 ,又系前清达

官 ,亦新亦旧之人 ,与当时新旧过渡时代尊官卑民之群众心理适相吻合 。故北洋为世所重 ,民党为

俗所轻 。”
①

北洋集团在清末新政中崛起 ,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北洋集团又是一个

狭隘的利己集团 ,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新与旧的矛盾性 ,其在清末改革中的奋发努力 ,大都与其争

夺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辛亥革命以后 ,随着北洋集团掌握了国家

中央政权 ,其狭隘自私的一面恶性发展 ,最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 。

总之 ,我认为应该称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为北洋集团 ,袁世凯以后的北洋势力发展为北洋军阀 ,

北洋军阀是北洋集团发展的最后阶段 。这样的表述也许更为科学 。

(责任编辑:何方昱)

① 吴虬 :《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 》,来新夏:《北洋军阀 》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1021页。

(上接第 42页)

轮船招商局 1885年发生改组 ,由盛宣怀取代唐廷枢 、徐润入主招商局 ,表面看是唐廷枢 、徐润等个

别人的个案事件 ,实际上深层的看 ,这件事本身就表明 ,此时的商人阶层在社会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基

础还未奠定或者说还相当脆弱 ,特别是在晚清社会的统治高层 ,还存在相当大的对商人的蔑视和成

见 ,这一点 ,我们可以举 1884年清代宗室 、国子监祭酒盛昱对唐廷枢和马建忠的看法为例:当盛昱听说

唐廷枢和马建忠有可能被推荐 “备各国使臣”时 ,他的看法是:“道员唐廷枢 ,闻携马建忠一同送部引

见 ,该员贪鄙近利 ,由轮船帐房出身 ,不过因粗习洋人语言 ,为李鸿章所信任。往者招商总办 ,亏空甚

深;近来开平煤矿侵 ,尤巨。当时事需才之日 ,奔走末秩 ,使贪使诈 ,或可驭以权谋。传闻李鸿章于唐廷

枢 、马建忠保奏内 ,咸有 堪̀备各国使臣 '字样。夫使不辱命 ,圣人所难 ,况此细民 ,陋甚驵侩 ,既不知立

身之本末 ,更何识国体之重轻 ,兼以各国风尚 。役轮船之管账 ,若中国之舆台……。”
①

从盛昱的奏折中可以看出 ,此时的中国官场和社会上 “官 ”对 “商 ”的地位和看法仍然存在根深

蒂固的蔑视和轻贱 ,当这种官商关系的看法仍然在社会上占据主流地位时 ,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侧

面体会到更多唐廷枢 、徐润下台的必然以及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和工业化进程的复杂 。

(责任编辑:唐巧天)

① 《洋务运动 》第 6册 ,第 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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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gTingkanandtheTheoryofDaiZhen LUXin̄sheng

LingTingkanwasarepresentativescholarinTextologyinQingdynastyduringthereignofEmperorQian-
longandJiaqing.HisacademiccontributionmailyliedintheTheoryofLi.Heputforwardhisowncon-
ceptoflearning.AsastudentofDaiZhen, Ling' stheorybothinheritedDai' sthoughtsandcriticizedhis
teacher' stheorytosomeextent.HistheorywascloselylinkedwiththatofDai' s.

OntheAchievementsofSunYiranginStoneInscription YUWan̄li

SunYirang, agreatmasterofPuTheory, wasadmiredbythelatergenerationwithhisacademicachieve-
mentsforawholecentury.whilehisaccomplishmentsinstoneinscriptionswereignoredforthatlong.Mr.
Sundevelopedaninterestinstoneinscriptionsincehewas17 andmaintainedhiseffortsinitfor2 dec-
ades.Byanalyzingtheeffortshehadmadeandhisresearchprocess, wecouldgetaclearerpictureofhis
enormousachievements.Inotherwords, itwashisstudyonthestoneinscriptionandprofoundunder-
standingofancientcharactersthatdistinguishedhimfromhispeers.

SeekingtheOriginandTracingtheMemory:AnewtheoryonPartisanProhibitionsQINZHen
ManyresearchesabouttheDisasterofPartisanProhibitionshavebeendoneduetoitsspecialpositionin
theChineseculturalhistory.Theauthoragreeswiththeformerresearchesthatexplainedthecasefrom
clanandculturalbackground, furtherpointingouttheparticularroleHengEmperorplayedinthecase.

ToProbeintotheRelationshipbetweenGovernmentandMerchantsinNew-styleEnterprisesof
LateQingDynastybyStudyingShengXuanhuaiastheHeadofChinaMerchantsSteamNaviga-
tionCompanyin1885 ZHUYin̄gui

ThemodernChinesesocietyisatransitionalone.Duringthatperiod, thegovernment-merchantrelation
constitutedoneoftheessentialproblemsthatrestrictedtheeconomicdevelopmentofmodernChina.As
thefirstcompanythatwasjointlyfundedbygovernmentandmerchants, ChinaMerchantsSteamNaviga-
tionCompanyestablishedtheGovernment-SupervisedandMerchant-RunSystemforthefirsttime.In
1885whenShengXuanhuaibecameitshead, theCompanyhaditscommercialaffairsmanagedbygovern-
ment, oneofthebasicreasonsofwhichwasthatthegovernmentdidnottrustthemerchants.

ReviewonAnhuipeopleandJapanundertheviewsofchineseandjapan' sassociateinlatterQing
Dynasty SHUXīlong

SinceChinaandJapanestablisheddiplomaticrelationsin1871 years, associatemoreandmorefrequent
andcloseinpeople-to-peoplecontacts, culturebetweenChinaandJapan.Whileassociatinginsetting
-upandcultureinSino-Japaneserelations, thepeopleinAnhuiareplayinganimportantrolelikeother
provinces.ArticlefocusononLiHongzhangwithChinaandJapanestablishdiplomaticrelations, Anhui
peopleandJapan, AnhuipeopleofEmbassyindaywithgotoJapan, educate, investigate3, combthe
threadthatpeopleandJapanofAnhuiassociatedtentatively, andcarryonaproposanalysisandrational
judgingtorolesinmodernSino-JapaneseculturalexchangesofpeopleandinfluenceofA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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